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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讲课。这是第四节，激进的区别，贫穷的作用。

讲道的题目是激进的区别，我为这节讲道选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 4:32 至 37。

现在，所有信主的人都同心同德。没有人声称拥有任何财产，而是他们拥有的一切都是共同拥有的。使徒们以极大的能力为主耶稣的复活作证。

他们全都蒙了大恩。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凡是卖了田产房屋的人，都把卖了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上，分给各人所需用的。

有一个利未人，名叫约瑟，是塞浦路斯人，使徒们给他取名为巴拿巴，意思是鼓励之子。他卖掉了自己的一块田地，然后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边。这是主的话。

感谢上帝。在基督教运动的最初几十年，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一小群信徒开始按照耶稣的教诲生活，提倡一种以分享所有财产和资源以及相互谦卑精神为特征的集体生活方式。《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作者报道说，那些拥有土地和房屋的基督信徒卖掉了他们的财产和资产，并将他们的资源提供给使徒，使徒们将他们的资源分发给穷人，这样他们的信仰社区中就没有人需要帮助了。

早期教会的这种集体反应被认为是忠实地履行了基督徒的号召，当时信仰团体期待着主的即将归来。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几十年过去了，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仍未发生，基督教信仰团体对共享资源和集体生活的这一原则的狂热遵守逐渐减弱。到了 11 世纪，教会内部的标准做法已经使其变得腐败和领导不力。

教会官员的权威受到广泛质疑，无论是在教会内部还是在广大民众中。在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统治期间（1073 年至 1085 年），这些做法受到了严格审查，导致了一项名为格里高利改革的教会改革体系。受到质疑的是任命教会领导的两种主要做法，包括世俗领袖任命领袖的世俗授职权，以及买卖教职的做法。

买卖圣职也是教会用来将土地授予向教会支付土地使用费的封臣的一种做法。世俗授职和买卖圣职都导致教会等级制度的道德衰落。其无效性影响到每一个层面，导致中世纪社会其他人对教会领导层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加。

根据约翰福音第 10 章中对教会领袖作为牧羊人的描述，教皇在格里高利改革中禁止了俗人授职和买卖圣职。为了确保教会任命的职位纯洁，格里高利改革要求所有教会领袖保持独身。作为确保神职人员责任制的一种手段，教皇格里高利鼓励俗人公开批评牧师和主教的不道德行为。

由此产生了一种广为流传的信念，即圣职人员或圣职人员所执行的所有圣礼都是无效的，并且必须重新任命这些神职人员。教皇格里高利鼓励批评不道德的教会领袖的合法性，这种做法后来又困扰了罗马教会，并削弱了其在后世世俗世界眼中的权威。到 13 世纪初，许多瓦尔多的追随者拒绝接受那些被证明道德有问题的牧师和主教提供的圣礼。

这种做法被称为多纳提主义。格里高利改革引发了对罗马教会的批判，这种批判在整个公元 12 世纪都势不可挡。越来越多的罗马天主教会培养的圣经学者也开始从圣经和伦理的角度质疑教会积累财富和财产的做法。天主教会高层采取的奢侈生活方式尤其受到谴责，这与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形成了鲜明对比。

那些以主的名义服务的教会领袖，他们自己也为人类受苦和牺牲，但他们的财富和贪婪却远离了耶稣基督的教义和教区居民日常生活的苦难。在 12 世纪初期，彼得·阿伯拉尔就是这样一位天主教学者，他开始在教会的学术辩论圈内提出这些问题。基于对教会财富积累和其领袖贪婪生活的批评，正如阿伯拉尔和其他圣经学者所阐述的那样，瓦尔登斯运动开始强调社区生活。

在它存在的第二个十年里，贫穷的莱昂和他们的传教旅行者遇到了另一个异常的基督教团体，被称为伦巴第穷人，该团体注重社区生活和对俗人的教育。如前所述，天主教等级制度是 12 世纪欧洲最富有的等级制度之一。积累个人财富往往会促使教会领袖纵容许多罪恶，包括性不道德、酗酒和对社会上许多人的苦难漠不关心。

因此，整个 12 世纪，西欧出现了许多反对教会领袖淫秽和不道德行为的运动。这些反对运动包括彼得罗布西亚派、亨利金派、屈辱派、阿诺尔派和卡特里派。一般来说，这些反对运动都发誓要过贫穷的生活，并以耶稣基督的教义和生活方式为榜样。

在这些团体中，阿诺尔德派于 13 世纪兴起，由瓦尔多和莱昂穷人组成。阿诺尔德派是罗马天主教学者兼僧侣阿诺德的追随者，阿诺德来自布雷西亚，布雷西亚是意大利北部米兰附近的一个伦巴第小社区。阿诺德出生于 1090 年，曾是伟大学者彼得·阿伯拉尔的学生。

和阿伯拉尔一样，阿诺德也批评罗马教会的财富积累以及主教和牧师的放荡不道德行为。然而，与阿伯拉尔不同，阿诺德并不满足于仅仅以学术的方式讨论神学信仰。作为一个行动派，他不仅在心中，也在脑海中感受到真理，并且实践并希望其他人也实践一种由基督的纯洁、净化、民主精神主导的生活。

阿诺德与阿伯拉尔决裂，于 1130 年代初返回布雷西亚，在伦巴第各城镇地区传播他的信息 20 多年。他以耶稣的教义为中心传达统一的信息，尤其是在马太福音 25:31 至 46 中，耶稣在其中劝诫他的追随者要给穷人食物，给赤身裸体的人衣服，探望病人。他还在使徒行传 2:44 至 47 和使徒行传 4:32 至 37 中强调了基督教社区生活的本质，其中描述了基督教社区致力于在整个社区之间分享资源。

阿诺德宣扬了共享资源、照顾最弱小的兄弟姐妹等信息，以及《使徒行传》中揭示的其他道德改革。与罗马天主教会使用拉丁文圣经译本武加大译本相反，阿诺德用白话文向他的信徒传达福音信息。阿诺德的布道对罗马教会及其坚持使用武加大译本作为唯一经教会认可的圣经译本构成了巨大威胁。

由于阿诺德公开批评教会的财富积累，以及教会高层的奢华作风，他强烈要求教会将教会土地移交给城邦。用他的话来说，拥有财产的神职人员、持有王室徽章和土地赠与的主教以及拥有财产的僧侣不可能得救。这些挑战对罗马天主教会构成了巨大威胁。

因此，阿诺德被谴责为异端者，是教会的敌人，并于 1155 年在罗马被烧死，这距离瓦尔多开始传教已有近 20 年。尽管身体状况不佳，但他的教义和追随他的社区在伦巴第地区仍然存在。阿诺德派建立了充满活力的基督教社区，尽管规模很小，三十年后，瓦尔多的巡回旅行将他带到了伦巴第地区，这些社区仍在运作。

1184 年之前，巴尔德斯为教会等级制度所提出的问题是牧养问题，是传教士贫困的强烈呼吁与制度化神职人员的仪式合法权利之间的冲突。巴尔德斯和他的追随者们被要求将他们的热情服从于一个等级制度的管辖，而这个等级制度并不认同他们对使徒贫困的强烈渴望和他们重生的使命感。巴尔德斯和他的追随者拒绝服从教皇的法令，因此对教会的权威构成了无可遏制的威胁。

因此，1184 年，瓦尔多被打上叛教者的烙印，被逐出里昂。瓦尔多的追随者们因此采纳了福音座右铭，即成对被派出去传教和教导福音。瓦尔多和他的追随者们作为传教伙伴前往东方。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这是他们在伦巴第地区建立的联系的一部分。伦巴第的穷人以《使徒行传》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出现的早期基督教社区以及雅各书和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阐述的传道实例为基础建立了他们的组织。伦巴第的穷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实用性和可持续性，而这在瓦尔多运动中是没有的。

里昂穷人和伦巴第穷人的共同点是他们致力于过贫困的生活，成为耶稣基督的忠实信徒。到 1205 年，这两个群体已经相互联系，但在关注点上仍然截然不同。瓦尔多坚持单方面专注于传教和接受听众的施舍作为维持生计的唯一手段，而伦巴第的穷人则坚持每个成年人都为社区中每个人的福利而努力。

因此，劳动力问题成为两派之间的主要争论点。伦巴第的穷人都发展了自己的行业和技能，为社区的福祉贡献自己的才华。在后来的几代中，当宗教裁判所迫使瓦尔多派传教士们采取秘密行动以求生存时，拥有一门可行的行业对瓦尔多派传教士大有裨益。

在里昂贫民运动存在的最初几十年里，一位精通拉丁语的罗马天主教学者加入了里昂贫民运动，并为该运动提供了所需的思想完整性和深厚的神学基础。这位学者的名字是韦斯卡的杜兰德。他最大的贡献是撰写了一份手稿，旨在指导里昂贫民运动及其反对法国南部异端卡特里派的传教工作。

卡特里派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分支，他们信奉对上帝本质的二元论解释。他们认为，《旧约》中的上帝是邪恶的，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本质上都是邪恶的。相比之下，卡特里派则认为《新约》中的上帝是善良的。

卡特里派宣扬耶稣不可能是一个有形的人，因为所有有形的人本质上都是邪恶的。相反，他们相信耶稣是一个精神存在，实际上不会遭受痛苦。这种错误信仰体系的影响将在一篇名为《反异端之书》的论文中的另一篇布道中讨论。

杜兰德在《反异端书》中为里昂的穷人提供了高度发达的神学大纲和一套指导方针，以有效地对抗卡特里派的错误信仰，并让民众重新回归母教会。《反异端书》是杜兰德对瓦尔登派运动的最大贡献，为该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神学重点。这份文件甚至受到许多罗马天主教神父和主教的赞赏，被认为是教会对抗卡特里派异端的有效工具。

1206-1207 年，瓦尔多去世后，韦斯卡的杜兰德开始付出巨大的个人努力，试图让瓦尔多的追随者与罗马天主教会重新统一起来。然而，他让瓦尔多派运动与天主教会重新统一起来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由于瓦尔多的追随者坚持公开用白话传教，罗马天主教会拒绝承认平信徒用白话传教和使用圣经译本的权利，并将瓦尔多的所有追随者逐出教会。

韦斯卡的杜兰德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比瓦尔多的追随者更为温和，因此他们愿意与罗马妥协。杜兰德认为与母教会的团结比传教权更有价值。他和他的一群盟友于 1208 年重新加入罗马天主教会。

杜兰德曾短暂地相信，里昂的穷人和罗马天主教徒可以重新团结起来。但在试图充当两者之间的统一桥梁失败后，杜兰德主张在罗马天主教会内部发起一场名为“贫穷天主教徒”的新运动。1208 年，教皇批准成立贫穷天主教徒，以此将平信徒的声望和势头转向贫穷誓言，远离瓦尔多的追随者，回归罗马教会。

在罗马教会批准贫穷天主教徒成立后的几年内，一位名叫阿西西的弗朗西斯的年轻皈依者放弃了他的家庭财富，并通过发誓贫穷来寻求履行教会内的使命。教会高层将阿西西的弗朗西斯视为可靠的资源，通过他可以将贫穷天主教徒组织背后的原则融入更大的教会。因此，教皇选择在阿西西的弗朗西斯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新的修道会。

方济各会成立于 1212 年，通过采纳沃尔多和阿诺德派发展的许多相同原则，在其团体内推崇贫穷、谦卑和仆人生活。与伦巴第贫民会一样，方济各会强调通过采用效仿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来教育其追随者的重要性。如果认为阿西西的方济各和方济各会运动直接效仿沃尔多和里昂贫民会，那将是历史误导。

弗朗西斯的重点主要来自他自己对经文的探索，但弗朗西斯在托斯卡纳长大，瓦尔多运动的信息和影响在那里得到广泛传播。这一事实，加上杜兰德返回母教会并在罗马教会内建立贫穷天主教徒，为以耶稣的苦难人性和贫穷为模型的认可教会秩序原则在罗马教会内扎根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尽管如此，教会仍然拒绝完全采用里昂贫穷教会的平信徒主导的福音传教重点。

有证据表明，如果不是里昂穷人会在其存在的前 30 年里广受欢迎且迅速传播的福音传教活动，教会可能不会创建方济各会。正是因为里昂穷人会和伦巴第穷人会（罗马天主教宗教裁判所贬义地称他们为瓦尔多派）在神学上与罗马天主教会的许多核心信仰密切相关，他们的福音传教活动对公众的影响远大于任何当代宗教运动。他们基督教信仰信息的广泛影响成为罗马天主教试图消灭瓦尔多追随者的主要原因。

一位匿名但见多识广的宗教审判官在 1260 年代首次撰写的一篇论文中声称，瓦尔多派是教会面临的所有异端团体中最危险的。这一声明得到了教会高层的认可，其原因有多种，包括该信息被广泛接受、教会领袖聚敛财富受到批评、里昂穷人信奉罗马教会的每一项神学信仰——最后，他们用民间语言而非拉丁语进行简单的布道非常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瓦尔多在里昂发起运动后的 50 年内，罗马天主教会响应瓦尔多在公共场合宣讲上帝之道的号召，创建了自己的官方组织，即致力于宣讲圣言的多米尼加人，称为 Ordo Praedicatorum。如前所述，第二个重点是创建致力于宣扬贫穷的方济各会。但是，13 世纪早期的天主教会和瓦尔多派在处理这两个基本事工要素时有一个关键的区别。

最初，天主教会将宗教重点放在宣讲和贫穷上，最初由多米尼加人和本笃会以白话宣讲上帝之道，而方济各会则采用宗教重点放在宣讲贫穷上。必须承认，瓦尔多派是第一个将这两个要素整合并体现在领导模式中的有组织的基督教事工。这种分离的区别使罗马天主教会得以保护其财富，不受挑战，由于未能认识到对财富和财产的盲目忠诚给罗马教会的基督教见证带来的威胁，削弱了福音信息的完整性。

正是贫穷的基督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过着巡回传教和贫穷的综合生活，这种日益增长的受欢迎程度让教皇无法再忽视，这促使教会建立了一套天主教修会，将贫穷和传教融为一体。1220 年代，随着教皇组织了传教团，天主教传教修会的建立授权方济各会、本笃会和道明会成员发誓贫穷，用人民的语言传教。然而，绝大多数牧师和主教并不忠于这些神圣的修会，也不受其约束。

又过了 300 年，才出现一种对基督教领袖的正直信息和生活方式的综合强调，这种强调超越了这三个天主教教派和西欧瓦尔多派运动的有限影响。直到 16 世纪初马丁·路德和新教改革才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对基督的贫穷和谦卑的关注的起源可以在这个时代产生的基督教艺术中直观地追溯到。

13 世纪之前，罗马天主教会就耶稣基督的本质所传达的基督论主要强调的是全能者，即复活的基督是宇宙之主。基督作为全能者以金色和白色为主色调，传达了复活之主的强大和胜利，是基督普世统治的形象。随着 13 世纪社会和教会对教会财富和权力的挑战，这种强调基督是所有国家和万物之主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 13 世纪中叶罗马教会方济各会运动的成长和兴起，方济各会将耶稣的人性和苦难带到了天主教会视觉艺术的前沿。因此，从那时起，罗马天主教会许多致力于耶稣基督主题的艺术诠释开始强调耶稣的人性和苦难本质。对十字架的强调，即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形象，是方济各会运动对罗马天主教的重大贡献。

在这个时代，对耶稣人性的关注也影响了教会对集体崇拜的重视，并在创建致力于天主教基督论的礼拜资源和神学文献中得到了发展。纵观历史，来自基督教信仰内部和外部的教会批评者都为将焦点转移到信仰的基本要素上做出了很大努力。瓦尔多、阿诺德和阿西西的弗朗西斯都帮助维护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神学重点，向教会发起了挑战。

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阿门。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讲课。这是第四节，激进的区别，贫穷的作用。

